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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浙江的民营经

济发展史，量大面广的浙商从出生起就带着

典型的“共富”基因。其中，绝大部分浙商从

贫困出发，实现了叠加效应的“共同富裕”。

广大浙商基于个人脱贫致富的目标，从

深耕家乡到游走异乡，自发地带动“两个故

乡”的群体脱贫效应。随着时代发展，浙商从

“自发”脱贫致富一步步走向“自觉”带动共

同富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者

向财富分享者“进化”，成为“共同富裕”的生

动践行者。

◎春潮之下，带着“共富”基因出发

从历史发展来看，浙商是带着“共同富

裕”基因出生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两

组数据，首先，浙江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

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还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浙

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816 万户。按照现在

常住人口的规模来看，8 个浙江人里面就有

1 个是老板。由此可见，量大面广是浙商的

第一个特征。

我们回过头来看，浙商出发时其实很多

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不识字的，他们并不

深透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纯粹

是为了脱贫致富而出发、而努力，但他们践

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许许多多的浙商，犹如漫山遍野的野草

一样，渺小但很倔强。这种倔强来自于摆脱

贫困的渴望，而这也恰恰是浙江改革发展的

根本活力。一个又一个浙商，滴水成河、聚沙

成塔，构筑起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

征———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老百姓经济”。

“老百姓经济”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作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优秀的领跑者和践

行者，浙商从出生起，就带有“共同富裕”的

基因。

在浙江，无论是参天大树还是杂草，都

有着均等的起跑线。“老百姓经济”之所以能

在浙江成为现实，重要一点就是浙江大地奔

走着一群自我解放的普通民众。

我们总是容易将普通的底层个体淹没

在历史的洪流之下，但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主体，没有这一个个卑微的、

细小的充满活力的水滴，历史长河从何而

来？

有人质疑，强调民众的力量及人的自我

解放，是不是就弱化了各级政府的作用和历

史价值？当然不是，这两者并不矛盾。

浙商的崛起为何在 1978 年之前没有实

现？因为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浙商就像是

充满希望的种子，只有在春风化雨的肥沃土

壤上，只有在党和政府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两者是不

可割裂的辩证关系。

我常说，浙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英雄时

代。浙江人有着国民性中十分稀缺的独立人

格，勇于把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家乡。在这个创造和奋斗的过程中，每个

普通人成为了自己的英雄。只有让每个普通

人成为英雄的时代，才是真正的英雄时代。

◎穷则思变，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

自发蓬勃生长的“老百姓经济”，也使得

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非常奇特的边区效应。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一般都呈现出马太效

应———由强者拉动弱者，从相对发达地区到

欠发达地区涌浪式发展。而浙江恰恰相反。

经济地理学概念的浙江可以分为南浙

江和北浙江，北浙江包括杭州、嘉兴、湖州、

宁波、绍兴，这些区域是鱼米之乡，历史积淀

深厚，经济相对发达；南浙江包括温州、台

州、金华、衢州、丽水，山区面积大，过去经济

相对欠发达。

然而改革的第一波春潮中，浙江第一

支生力军偏偏是从地势险峻、大山深处沟

壑纵横的最贫困地区崛起。当年，游走天下

的 650 万浙商，至少 70%耀80%来自于浙江

南部，这个特征在世界半径都非常罕见。而

且他们 80%出生于农民，80%初中以下文

化水平。

从贫困出发、实现绝地反击的浙商，深

刻显现出“共同富裕”的特征。同时量大面广

的浙商带动群体共富，使得浙江显现出了叠

加效应的共同富裕。

1997 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

县；2002 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

乡；2015 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解决极端

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此外，浙江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已经连续 20 年全国各省区第一，

农民人均收入连续 36 年全国各省区第一。

从社会财富分配来说，浙江是社会财富地

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各省区中最小的。这

是浙江最大的骄傲，也是千百万浙商群体

的共富效应。

有人说，浙江经济发展以农民为主体，

从农村出发，岂不是经济学悖论？事实上到

了下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又会

回归到正常的规律和轨道。

◎游走天下，催动“两个故乡”蝶变

从贫困出发的浙商穷则思变、白手起

家，脚步并不仅仅局限于省内。他们从浙江

走向了全国、全球，向相对欠发达地区进发，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又回归到了正常经济发

展的规律。

据不完全统计，有 650 万浙商在全国各

地经商投资，海外浙商还有约 200 万。浙江

在省外境内经商办厂的人数居各省市区第

一。

浙商为何要走出去？这是因为浙江“七

山一水二分田”，甚至人均拥有自然资源居

全国各省区末位。这些因素决定了浙江人必

须走出去，走出去才有活路。

浙商通过奋斗推动了故乡的繁荣，然

后，更多的浙商怀揣着“脱贫致富”的梦想，

去往相对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寻找商机。

他们一路播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子，以

自身的创业者实践，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什么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们在传播理念的同时，也成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示范者，带动了更多人创业致

富。从“播种机”到“联合收割机”，广大浙商

最终带动了更广范围内的群体脱贫效应，推

动了“家乡”和“异乡”两个“故乡”的蝶变。

◎与时俱进，践行共富的路径“演变”

从历史维度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浙商

践行共同富裕的路径也在不断变化，可以归

纳为“三重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浙商通过开办企业，为

当地扩大就业、增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作出

税收贡献———这是浙商共富路径的 1.0 阶

段。

同时，为了给更多普通创业者提供平

台、共享商机，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市场

集群开始出现，浙江块状经济开始形成。到

目前为止，浙江是全中国专业市场最多的省

份，浙江本土经济总量有 60%以上是块状经

济。以义乌为例，义乌小商品城有 7.5 万个

摊位，背后关联着全国各地的 200 万家中小

微企业。

浙商共富路径的 2.0 阶段起步于 21 世

纪初。浙江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产业

转移，涌浪式往外溢出。例如温州的奥康集

团，2003 年开始在重庆璧山县投资 10 亿元

建设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规划吸引 1000
家皮鞋行业全产业链企业入驻。这也是另一

种形态共同富裕的华彩过程。

数字经济是浙商共富路径进化的 3.0
阶段。最典型的是，浙商领跑全国的数字经

济拉动了大山深处农副产品的销售，更是将

远隔千里的每一个细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细胞连接起来，共同释放出脱贫致富的化

学效应。

可以说，40 多年来，与时俱进的浙商推

动“共同富裕”之路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饮水思源，从自发到自觉的“三重进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和浙商有着

天然联系。从某种程度来说，浙商的发展历

程，正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浙商出发时是基于个人脱贫致富的自

发行为，随着时代发展，一步步从“自发”走

向“自觉”，实现了三重进化。

第一重，个人实现脱贫致富。

第二重，也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从有钱

但没文化的老板成长为有钱也有文化的新

一代企业家。

第三重，胸怀天下，努力成为“张骞式”

社会企业家，共同创建更美好的社会。这也

是“共同富裕”坐标下，浙商的方位所在。

著名浙商领袖鲁冠球是我个人心目中

的“浙商第一人”。最近我刚完成他的传记写

作———《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

业家的成长史》。

1984 年，鲁冠球成为全国第一个个人

风险承包乡镇企业的承包厂长，3 年承包奖

金共计 44.9 万元，他全部捐献了出去。1986
年，鲁冠球在杭州的人民大会堂给全市机关

党员干部作了一堂引发极大反响的报告，报

告主题正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

鲁冠球一生有为农民说话的强烈愿望，

他刚开始创业时，在每个村都建了一个万向

节分厂，想把共同富裕的火烧到工厂围墙外

面去；早期招工有比例地招聘残疾人；创业

早年便从事别人不能理解的农业产业……

万向集团推出的“四个一万工程”提出，要同

时帮扶 10000 个孤寡老人、10000 个失学儿

童、10000 个残障儿童、10000 个特困学生，

这些年在慈善领域累计投入 12 亿元。

鲁冠球有句名言：一天做一件实事，一

个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

一件有意义的事。他坚持一生去做的有意义

的事是什么？有人说是做汽车，对，也不对。

明线是汽车梦，真正的主线则是让更多的农

民共同致富。他一生致力共同富裕，宛如灯

塔，照亮了浙商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方

向。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浙

商已逐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

者向财富分享者“进化”，更多的“张謇式”社

会企业家正在浙江大地涌现。这是历史的必

然，因为只有明白了当初为何出发，才能走

得更远。

（作者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 奚金燕、

黄 慧 / 整理）

浙江创新发展的实践史代表了中国创新经济

史。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浙江经济从机会驱动、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就是一个从不重视

创新到迫切需要创新的过程，而且，浙江的科技创

新道路，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重要窗口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把科技创新上升为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的今天，浙江必须认识到，建设好以科

技创新为基础的创业经济，更应该是浙江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义。

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不创新就意味着没有

希望。我们研究团队已跟踪研究了浙江企业科技

创新道路近 30 年，发现浙江企业其实并不太喜欢

科技创新。过去，浙江人通过生存型创业、制度型

创业、社会创业、互联网创业等模式而“富起来”，

但这些模式都是从市场机会切入的，很少有企业

是从原始技术、核心技术机会窗口切入的。

早在 2003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提出“八八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快

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这对浙江产业发展道路提

出了新理念。要让浙江产业“凤凰涅槃，腾笼换

鸟”，就必须靠科技创新。

我认为，“八八战略”不仅启动了浙江经济的

转型升级，更是启动了浙江人的创新认知。到

2006 年浙江又提出“建设创新型省份”，再次明确

浙江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那么，当下为什

么说要以高质量创新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呢？

其实，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财富是靠创业和奋

斗去创造的！而不是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就能真

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均贫富是解决社会问题，不是

解决财富来源问题。浙江已经过了要素驱动、资本

驱动的发展过程，到了依靠创新来创造财富的阶

段了。

这里所说的科技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

创新、引进创新的层面上，而是要走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的道路。没有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没有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浙江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形态严重同质化的问

题的。

因此，浙江要完成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赋予

的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任务，有几

个关键点要去突破：

首先，要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理念真正落

实到实处，要想方设法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就要从政策和制度上推动

企业去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科技创新是一个

购买未来期权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把创

新投入视为成本，这是对创新的误读。在制度设计

上，要引导企业转变对创新的认知，要引导企业加

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依靠核心技术创

新来突破高端制造壁垒，打造国际品牌。

其次，要依靠高质量开放创新来面对新发展

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技术封

锁，从历史观看，不是新东西，而是国家竞争史的

重演。世界是不可能再回到封闭时代的，封闭就意

味着落后。美国对中国实现技术封锁，并不意味着

对世界封闭！我们要做的，是高质量链接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科技通道，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创新

格局。

第三，浙江要下大力气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

力。创新驱动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浙江要按

照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大会上讲话

的精神，勇于创新科技体制机制，要彻底破除禁锢

科技人才活动的体制机制，重构区域创新体系来

实现科技人才供给、创新能力供给和创新文化供

给。高校科研机构要改革学术治理体系，营造科学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特别是高校要成为科学家精

神的回归之地。

（作者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魏江：以高质量创新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李 忠 摄


